中國研究學者：張京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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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 家庭背景與早年經歷
我1937年對日抗戰前夕出生於湖南湘潭，當時在軍界服務的先父恰在南京，因而命名為京育。其時大局動盪，時常遷徙，經湖南而廣西，至我有記憶的時候是已經到了貴州麻江。我在貴州讀小學一、二年級，是在簡陋的廟宇裡面求學。到了1944年冬天，日本大舉進攻，已經打到獨山，四川震動，我們開始撤離。從貴州撤到四川路上我看到同胞們流亡的景象，雖然年幼，但也感受到國家遭受外國侵略、民不聊生，惟有全民發憤圖強，才能國泰民安。
到了四川，我讀小學三、四、五年級，那是在四川省江津縣的油溪鎮，雖然生活水準不高，但也是很快樂的兒童時光，因為不再有動亂和飛機轟炸。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先父服務的陸軍通信學校於1947年初調遷安徽，我在安徽省當塗縣慈湖鎮的中心國民小學完成了五、六年級。畢業時大概是1948年夏天。我大哥當時在南京一所私立學校讀書，若兩個人讀可以減免半個人的學費，所以我父親叫我到南京去讀書，那時局勢又已相當動盪，南京城裡面有罷課、示威，還時有停電的情況。
大概我初一讀了兩三個月就徐蚌會戰了，南京受到威脅，先父所服務的單位也有調動，所以我們又從安徽遷到湖南耒陽，到湖南已經無法入學，就由先父服務單位的一些教官輔導我們。後來陸軍通校決定遷來台灣，所以1949年8月我們取道廣州搭船到台灣。
到台灣後，我們在基隆的碼頭上住了整整兩個月。陸軍通訊兵學校確定搬到宜蘭。到宜蘭時，學校已經開學一個月，宜蘭中學特別為我們這些孩子舉行轉學入學考試，就把我們收進來，我開始唸初二。在宜蘭我就是從初二一直念到高中畢業。那時比較特殊的是，我們是第一屆聯考，已經有分組，我留在甲組，甲組要多讀一點數學、物理，但是我考試時報考的是乙組，僥倖地以第一志願考進台灣大學法律系。
· 求學過程
當時我選擇讀法律是因為有一位中學學長跟我說：學法律，進可攻退可守，未來可以有學術專長也可以做司法官。進了法律系後，第一年的感受是對專業科目缺少概念，也感覺比較枯燥、生硬。大二時分了組，分為法學組和司法組，正式考進去的都分到法學組，要學英美法，英美法的英文判例很多是古典的英文，讀起來很吃力，而英美法的法律概念又跟大陸法有些概念差異很多，我們本來法律概念就欠缺，而老師非常嚴格，讀書的壓力就很大，有時甚至有一半人及格的現象。因此，在大學裡，雖然感覺自己很用功，但成績不一定都能達到理想。
大一暑假留在學校，一面做家庭教師，一面準備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的普通考試，目的是想逼自己唸書，因為考試專業科目大部沒學過，屆時也就硬著頭皮去應。外交人員考試，除了筆試外還有口試，記得我的口試老師是黃正銘教授，他擔任過外交部司長、大法官，他問我為什麼暑假不好好唸書，跑來考試？我說我就是利用考試的機會逼迫自己念點書。他問，那你考得怎麼樣？我說：考得不好。「那你還是沒有用功唸書啊！」他說。我為之語塞，結果也沒有考上。
到大二時我參加普通行政人員高等檢定考試，檢定考試是為沒有任何學歷的人作文官所設置的。我當時學歷只有高中畢業，大專還沒畢業，只能參加檢定考試，若檢定考試及格就可參加高考。檢定考試每科都要六十分以上，才算及格，第一次考試每科都及格者不多，但我卻幸運地僥倖考上了，所以大三的暑假我就參加普通行政人員高考，也考取了。當時心理比較安定一點。因為自己本身並沒有任何人事背景，考取了高考，至少有到政府擔任文官的正式資格。
其實我在大三時，我的興趣開始有些轉變，從法律慢慢轉到外交和國際政治這方向。這跟我在中學讀俾斯麥(Bismarck Otto Von)的傳記有關係。鐵血宰相如何讓德意志統一壯大?年輕人當時多有國家統一的夢想，所以我就想將來要作外交人員，使於四方。大四時我就準備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的考試。當時研究所不多，我僥倖地考上了，又是第一名錄取，所以有獎學金，足夠生活，可以過一個無憂無慮的讀書日子。
在政大真正讀書是兩年，科目也比較少，給自己開啟更多廣闊的視野。在台大時都讀法律，科目繁多，又是從來沒學過的、基礎的東西。但到政大讀研究所時，不管是外交史、國際法、國際關係等，並不是純粹基礎的東西，所以自己其他相關閱讀就比較多。這兩年很充實、很開心，也沒什麼憂慮的事情。
我很幸運，研究所一年級念完，我就打聽我可不可以參加軍訓，很幸運地獲准參加暑假集訓。入伍訓軍，回來再復學念二年級，結束後，再去接受預備軍官分科教育，並接受服預官役。我共花了三年時間服完兵役，我也在服役期間利用晚間與週末寫完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是大一考普考時的口試老師黃正銘教授。
在大學裡面也參加一些活動，包括讀書的社團、出版的社團。在那個年代，我們很關心國家的前途，同學們很認真的未來討論首都應該定在哪裡的問題，把過去的定都理論拿出來探討。其他娛樂性的活動比較少，有時打打桌球，玩玩橋牌，下下象棋，大部分時間的生活是非常單純的。
· 研究題目如何選定 
1960年代既是冷戰劇烈的年代，也是許多西方國家殖民地追求並獲得獨立的年代，加入聯合國的新興國家愈來愈多。他們的加入相當程度地改變了聯合國的政治生態，包括關切的議題與運作方式。由於美蘇兩大集團皆竭力爭取這些新興國家，而這些國家除原有反西方情結外，亦有追求經濟發展的需要，故希望在兩陣營間保持中立，左右逢源。聯合國本身在這些前殖民地獨立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這個問題深深引起我的興趣，遂以“聯合國與非殖民化：二十四國特別委員會的角色“(The United Nations and De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wenty-Four)為題，撰寫博士論文。除了閱讀大量聯合國文獻外，對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訪問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哥大的學術地位，紐約的地理位置，都讓我能比較順利地進行這些訪問與資料收集工作。 

· 學會與研究會的歸屬  

我1972年回到台灣以後，在政大擔任客座副教授、教授，參加學術行政工作，當時的一些團體，有一些現在也仍在，像是中國國際法學會，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中國政治學會，我都有參加，當然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後來改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他們很多學術活動我都有參與，也曾經擔任過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兼總幹事，中國政治學會理、監事，中華民國港澳協會會長，公共關係基金會董事長，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長，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理事長，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華世界和平超宗派超國家協會理事長。有時候我也參加美國政治學會、國際研究學會和國際法協會的活動，當然，工作忙時就會減少參與。
我認為這些學會扮演凝聚相關學門人才的作用，也有使成員相互惕勵的作用，因為學術團體常出版期刊或舉行研討會。這些組織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經費，因為沒有一些有力人士給予資金的支持，要辦一些活動的難度比較高，所以我對曾經參與以及始終投入的前輩都很敬佩，真的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支持學術的發展。我大概在剛開始的幾年參加比較多，後來工作忙就參與的比較少。
· 如何進入教職或研究職務 

1968年博士資格考試通過後，即應聘紐約長島的Hofstra大學政治系兼任講師。1971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應聘美國西伊利諾大學政治系擔任專任助理教授。1972年8月，我於獲得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客座副教授聘約後，返抵國門，開始了長期學術與公共服務生涯，其間在政治大學擔任副教授、教授、外交系主任、外研所所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校長；從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公職退休後，我擔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 本身曾經歷(閱讀、旁觀、參與)過的學術辯論 

將近四十年前，我在哥大攻讀政治學，適逢傳統研究與行為科學研究的大辯論時期，量化的政治學研究成為一時的風尚。我在高中畢業後，即未再修習數學，對統計學亦是門外漢，因而對政治科學的新發展不能不感到困惑。記得有一次拜訪哥大歐洲研究所所長摩斯理(Philip E. Mosley, 已故)教授時，談及有些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的文章，我都看不懂，言下頗有挫折感。他笑笑說，不僅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當年不少學者從自然科學、數學的角度來研究政治學，例如以數學來計算美蘇之間以核子武器相互攻擊的戰略及結果等，就是顯著的例子。不少人亦想將傳統的政治科學研究法轉變為量化程度更高更精確的純粹科學研究法。一時之間，頗有百家爭鳴的味道，當然也開拓了我的視野。
此外，我剛回國時，我們有一群人辦了一個「人與社會雙月刊」，我擔任社長，時間非常長。我們希望把人文社會科學通俗化，因此恐怕我們是當時最早橫排的雙月刊，刊物裡包括一些學術性的文章，有時也有實務性的作品提出來討論，像是比較政策取向的問題。
我自己的興趣主要在國際關係，所以我參加討論的多是涉外事務，常常是就國際情勢，外交政策領域，寫一些文章表達看法。不一定是有辯論，多是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記得1978年中美斷交前後，我們組織了一個自由基金會，鼓勵所有跟美國有關係的企業、協會、個人，寫信給美國國會參眾議員，表達台灣人對美中關係的看法，希望他們繼續支持台灣。我們也辦理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人士參加，我們也曾到美國，跟美國學界溝通。我曾以其他身份，參與過與美國間的溝通。另外，在中美斷交以前，有關方面安排了三個團到美國訪問，我參加了北線的一團。我們從新英格蘭地區沿北線一直到阿拉斯加地區，和當地的媒體、國會議員溝通，可說是參加了一些國民外交工作，讓美國朋友理解中華民國國民的心聲。嚴格說起來不算是參加辯論，而是參加了跟實務有關的學術性工作。
· 在中國大陸有什麼經歷? 
我從1949年來台後，公職退休前，從未回去過大陸。2001年元月第一次訪問大陸。到了北京和上海參觀和訪問，和兩地政界、學界人士接觸。後來也參加過數次學術活動，到過東北、雲南、福建、四川、廣東等地，也有幾次是純粹的旅遊。
我感覺大陸是有區域差異性，中央與地方的差異也存在，因為她是一個很大的實體，所以很複雜，不是單一的東西。她的社會有技術面很進步的部分，也有很多有待努力的部分，學校和學術機構有很先進的部分，也有許多需要大步改善的部分。有許多現代化的觀念和體制，亟待引進與落實。所以我們一定要多聽各種不同的看法，對她從不同角度加以認識和理解，才能預判其未來的發展和挑戰。我們應作的，就是就自己所見，再跟別人所做的研究結合起來，增進我們對大陸認知的深度和正確度。
另外，大陸在過去幾十年時間，變化很大，政府、黨和媒體的角色變化也不小，所以過去的典範不一定作為現在的指導，但現在的典範一定會影響未來。我認為當百姓的聰明才智能夠充分發揮的時候，發展一定會比較快速，所以沿江沿海的社會、經濟、政治等，都發展的比較快。相反地，管制越多，當然就會限縮發展。當然因為大陸大，差異多，變化快，所以難免任何政權都希望能夠掌控她的發展，這種管制與自由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
· 有沒有熟識的中國友人或親戚? 
我同祖父、同外祖父的平輩還在大陸。近年我去過湖南家鄉兩次，但是終究接觸有限，有時當天就離開，有一次停留約一週。至於友人，主要是參加學術活動有一些短暫接觸，不容易成為熟識的朋友。除非彼此之間有持續在合作的工作，像是共同的學術計畫，這時候才會有比較多的接觸，否則一般不容易有較深入的朋友。因為我個人去的時間都很短，次數也不多，所以這個機會不大。當然也有幾位見過多次面的大陸學界朋友，彼此自然比較親切。
· 哪些大事影響過自己? 
其一，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在上何斯曼(Roger Hilsman)教授有關美國外交政策課時，他談到1962年10月美蘇古巴飛彈危機，當時圍繞在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周圍的政治菁英如何透過情報蒐集與判斷，配合專家對克里姆林宮權力政治運作的精確判斷，找到了一條既阻止蘇聯引進攻擊性核子飛彈到古巴，又讓蘇聯不失面子，不走極端的危機解決道路。何斯曼教授當年曾任職國務院，親身參與了古巴飛彈危機處理的過程，講述這一段歷史時如數家珍，更讓我們富有臨場感，當然也讓我深切體會到在涉及國家安全、世界和平問題時，負責任的決策者那種臨深履薄的嚴肅心情與責任感。
其次，196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及1970年代的保衛釣魚台群島運動，對大陸和台灣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將許多海外華人捲入其中。"文革”我固然沒有身歷其境，但從媒體報導，大陸來人演講、座談等，讓我認識到此一運動的複雜性與破壞性，也讓我體會到中國要走向政治民主、經濟自由體制所遭遇的挑戰之艱鉅。“文革“的極端暴力和野蠻，也讓我對任何”革命”的號召與做法抱持深深的懷疑。國家現代化固然要有思想、觀念、制度、行為各方面合理的改變，但是國家建設絕不可能平地起高樓，而須一步一腳印篤實踐履才能收累積性、持續性效果。穩健而不消極，積極而不極端，遂成為我處事的基本態度。
· 對其他國家中國研究的接觸與看法 
研究中國大陸，認識中國大陸，評估中國大陸，對世人而言是一個科學問題，那即是找出事實的真象；是一個利害問題，即中國大陸的發展對大陸人民、其他國家和世界人類利害的剖析；也是一個價值問題，即探索什麼樣的體制，什麼樣的方向，什麼樣的目標和什麼樣的做法才符合中國人民與人類共同的價值觀。
這些研究取向－事實取向，利害取向和價值取向－在概念上似乎可以明確劃分，但對研究者和觀察者來說，要明確區分，也具有極高的挑戰性。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有關中國未來發展趨向的大辯論就是一個顯例。當年的樂觀派認為中國大陸在相當時間內均可維持百分之十上下的極高經濟成長率，惟對其涵義則有相當分歧的看法。有的認為經濟成長的結果將讓主張「政左經右」的強硬派及強調提升軍事力量的軍方得勢，從而強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有的則認為經濟的多元發展與生活水準的提昇將帶來中產階級的興起、社會的開放化與政治的多元化，猶如過去的台灣、南韓、新加坡。這些人認為中共1970年代末期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與上述亞洲三小龍過去採取的政策相似程度很高，且中國大陸與台灣、南韓、新加坡一樣深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包括強調群體、重視教育、高儲蓄率、倡導勤儉與社會責任等。他們特別寄望於中產階級的出現成為推動政治民主化的力量。
當年的悲觀派則指出：中共初期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是因為那些政策是最容易成功的部分，改革的基礎線低而改革前政策之錯誤和無效率又十分明顯。他們注意的焦點還包括普遍的貪污腐化，未來政治鬥爭的可能性及中共政治正當性的缺乏。有的甚至認為就像其他帝國的解體一樣，大陸會走向軍閥割據，走向長期動盪，走向分裂。
比較謹慎的觀察者，既不預言中共崩潰，也不預期其發展會一帆風順。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時不少人認為中共政權會像蘇東波一樣土崩瓦解，也預言未來能可能出現類似天安門的大流血事件。然而比較多數的觀察家則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結果雖然出現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卻也增加了中共現行政策的支持力量，提升了中共政權應付危機的能力，因此未來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中共政權主控下的穩定與發展。
其實面對一個龐大的、複雜的、多變的、不確定的中國大陸，人們可以做截然不同的定性觀察。我們可以將所有的正面因素合併起來預測一個強大的、有影響力的中國的出現。中國如果秉持和平發展，走向和諧社會，則我們會看到一個有建設性影響力的中國。如果中共當局鼓勵排他性的民族主義，秉持大國沙文主義，當然不排除一個侵略的、擴張的尋求霸權的中國的出現。在這個過程中，世人面臨關鍵性的選擇。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所有的負面因素加總起來，非僅中國成為首席經濟大國的目標遙不可及；貧富懸殊、資源匱乏、環境惡化、社會動盪、政治腐敗與高壓統治將導致一個長期不穩定而發展倒退的中國出現。世人可能面臨更艱難的選擇。
· 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如何演變? 
今天大陸上的高層都希望能改善大陸的情況，追求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彼此之間能和平發展，也有科學發展觀，希望能兼顧發展、成長和環保，這些方向都很好，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方向變成具體可行的政策，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加強執政能力。
如果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以人為本和法治的保障，是基本的東西，如果政府可以做到，這個社會是比較合理的社會、缺點比較少的社會，雖然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但是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大陸方面當然也在努力，像是通過許多法律，但是我們認為恐怕未來要再加強。也就是說所有的機構，包括政府和政黨都要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法律的制訂當然要來自民意機關，人民的基本權利本來就應該受到保障，司法應該獨立，財產權應該受到保護等等。
自古以來，「民無恆產，則無恆心」，恆產就是他的財產有法律的保障，西方當然更加強調這樣的概念。我認為大陸如果能夠下定決心走向這個方向，以中國人的勤奮、努力和文化的深厚，應該可以有很好的發展。如果局部作不到，局部地方會發生問題，整體的作不到，整體也可能出現問題。我們看到地方有時候出現一些社會群眾事件，多少都跟無法貫徹人權、法治有關係。若跟過去的文革比，現在當然是進步，但若跟世界文明比較，則還有相當大努力的空間。
· 最大的成就與遺憾 

我在行政院陸委會主任委員將近三年的任期內，一方面促進兩岸更為全面交流，包括物質面和精神文化面的交流在內；另一方面在直接三通，特別在直接通航未能實現前，積極推動兩岸境外航運中心的設置，使雙方的權宜船可以載運兩岸轉運的貨物。
我們處理了中共接管香港後，港台關係問題。當時的政策是：香港(及未來澳門)地位變更後，台灣與港澳關係應比英、葡統治期間更加密切。在中共成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前，我們就制定了港澳人民關係條例，使台灣與港澳關係能夠維持不變，並能得到加強。原來由外交部主管的港澳事務則劃歸大陸委員會處理。
在處理日常事務外，我們更全力推動兩岸重新接觸，減少正面衝突的可能性。從中共當局1995年6月中斷與我方協商與正式往來後，經過不斷的呼籲、溝通，包括國際人士穿梭兩岸，一直到1998年10月我方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率領的代表團到上海和北京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及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錢其琛、陳雲林等人晤談，並達成兩會四項共識，才讓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四項共識中包括汪道涵會長將於次年回訪在內。兩岸關係似乎有較大開展的可能性。但我於1999年2月卸任，汪會長則因李前總統登輝於1999年7月發表所謂“兩國論“而取消來訪，兩岸又陷入僵局，實為憾事。
· 對中國研究未來方向的看法 
中國研究第一是要研究她的思想取向，不論是政界或學界，也就是要研究中國社會的主流知識份子的思想方向，這是常常可以討論的，不是一槌定音。我們當然會注意中共黨的、政府的重要文件，也會注意重要知識份子的看法，這是我們第一要作的。
第二是老百姓的生活究竟如何？這十三億人不僅是整體的概念，也是個體的概念，他們的生活前景、他們兒女的生活前景如何？需要關心。
第三是從希望兩岸互補、互利、相互借鏡的角度來看，有哪些我們可以作，哪些要避免，不要重蹈覆轍。這是我們兩岸的特點，別的國家沒有這樣的利基。也就是從善的治理的方向，希望兩岸彼此能夠截長補短。當然大陸很大，每一個領域都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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